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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村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熊小刚  吴海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0） 

【摘 要】 利用2005 年、2008 年和2010 年对湖北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测算了湖北农村家庭在三个调查年度

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的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农村家庭的收入持续增长，家庭经营性收

入占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重，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

的趋势；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培训、家庭劳动

力比重、家庭从业类型、地形条件和最近市场距离对农村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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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经过30 多年政府主导的多阶段扶贫工作，我国农村减贫取

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按照原有的贫困标准计算，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 亿减少到2010 年底的2688 万；从2010 ～ 2015 

年，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按照新的农村贫困标准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大约1.28 亿减少到5575 

万（国家统计局，2016）。尽管如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

存在，反贫困任重而道远。一方面，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依然庞大，剩余一批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复杂而特殊。另一方面，返贫

压力巨大，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容易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贫困地区。2013 年11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3 

年12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强调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2015 年10 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我国扶贫攻坚工作实

施精准扶贫方略，吹响了扶贫攻坚集结号。 

湖北省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通过大力推动开发式扶贫取得了巨大减贫成就，但是仍然有大量农村人口生活的国家贫困

线下，2015 年湖北省贫困发生率达到14.7%，位居全国第9 位，中部六省第1 位，贫困人口达到580.77 万。由此，需要更深入

分析湖北省农村家庭贫困成因，为湖北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05 年、2008 年

和2010年在湖北农村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的农村家庭数据，该数据基本覆盖了湖北省所有市/ 州，在每个市/ 州选取具有代表性

县，从每个县随机选择5 个村，每个村随机调查农户10 户左右，每年调查1650 左右个农户，通过比对，获得3 个年度连续调

查农村家庭131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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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贫困测度方法 

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贫困测度方法之一的 FGT 指数是由 Foster 等（1984）构建的经典贫困测度指标。令在 t 时刻农村

家庭 i 的人均收入 xit，Zt 为贫困线，如果 xit<Zt，该家庭为贫困家庭，即： 

 

上式中，如果rit 等于1，该家庭为贫困家庭，如果tit 为0，该家庭为非贫困家庭。为了测量个体的贫困发生率，需要假设

家庭中所有成员享有同样的生活水平，这样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所有人口都被定义为贫困人口。 

大部分贫困测量采用贫困发生率指标。贫困发生率（H）是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公式： 

 

贫困发生率不能反映穷人的贫困程度。假如有两个地区A和B 每个地区有5 个人口，他们的收入见表1。假设贫困线为800 元，

通过公式计算，两个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都为40%。显然，地区B 比地区A 更加贫困，但是贫困发生率的测度无法捕捉到这个信息。

换句话说，贫困发生率指标不能反映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 

为了反映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可以釆用贫困缺口率指标，表示为： 

 

 

贫困缺口率指标满足了Sen （1976）提出的贫困测度的单调性法则，即穷人福利的减少会导致贫困的增加。 

在 t 时刻调查样本的贫困测度可以总结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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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 为贫困规避（poverty aversion） 系数， 当α=0，上式为贫困发生率，指发生贫困人口占总观测人口的比例；当

α=1，上式为贫困深度（贫困缺口率），反映观测样本贫困人口收入或消费低于贫困线的程度；当α=2，上式为贫困严重性，

反映贫困人口间的不平等程度（韩明谟，2001）。 

2.2 湖北农村家庭收入及其构成 

从2005 年、2008 年和2010 年的数据来看，调查农村家庭的收入持续增长（见表2）。2005 年人均收入为3199 元，2008 年

增加到481.47 元，2010 年达到6193 元。农村家庭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组分

构成，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由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构成。从四个组分收入的变化来看，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调查的时间段内均保持增长态势。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构成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绝

大部分比重，调查年份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都在55% 以上。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29% 以上。财产性收入在

总收入的四个组分中所占的比重最低，最高的年份仅占1.77%。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在3% ～ 6% 之间。 

从各收入组分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从 2005 年的 29.22% 增加到 2008 年的

35.37%，到 2010 年增速有所放缓，达到 36.38%。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由 2005 年的 67.2% 下降到 2010 年的

56%，其中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下降明显，由 2005 年的 60.67% 下降到 2010 年的 49.16%。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

趋势，从 2005 年的 0.55% 上升到 2010 年的 1.77%。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从 2005 年的 3.11% 上升到 2010 

年的 5.85%。 

 

2.3 湖北农村家庭贫困测度 

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2008、2010 年贫困线（以下简称国定贫困线）、世界银行公布的1 美元/ 天（以下简称1 美

元线）和2 美元/ 天贫困线（以下简称2 美元线）等3 条贫困线，分别度量2005 年、2008 年和2010 年湖北农村家庭贫困状况。 

利用不同贫困线度量湖北农村的贫困，结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3），其一，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国定贫困线度量结果在

3.11% 〜6.45% 之间，1 美元线度量结果12.59% 〜55.08% 之间，2 美元线度量结果在46.51% 〜91.50% 之间；其二，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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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来看，国定贫困线度量结果在1.88% 〜2.52% 之间，1 美元线度量结果在4.89% 〜20.66% 之间，2 美元线度量结果在17.28% 

〜49.62% 之间；其三，从贫困严重性来看，国定贫困线度量结果在1.17% 〜11.61% 之间，1 美元线度量结果在4.55% 〜10.70% 

之间；2 美元线度量结果在9.88% 〜31.13%之间。 

从收入贫困的变化趋势来看，尽管2005 ～ 2010 年湖北农村人均收入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利用国定贫困线、1 美元线线

和2 美元线度量的三个贫困指标在3个调查年份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是国定线和1 美元线度量时，部分指标呈现上下波动

的趋势。这说明收入的增长可能没有完全惠及贫困的人口，预示着湖北农村的收入差距变化较大。采用2 美元线度量结果则呈

现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性持续下降。由此可见，收入贫困的度量对贫困线的选择是很敏感的，釆用不同的贫困线

度量结果会呈现出差异，并且趋势不一。选择高贫困线度量贫困会和收入呈现相似的变动趋势，而采用低贫困线度量则关注收

入最低的人口和家庭，其贫困发生的状况并不一定和收入变化呈现相似的趋势。 

3 湖北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构建 

本文釆用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农村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的取值范围在[0，1] 范围内。可以将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设

为1，将不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设为0。所以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研究影响农村贫困因

素的实证模型。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pn 表示农村家庭为贫困状态的概率ân ，则1 – pn表示不为贫困农村家庭的概率。á 为回归后的常数项， xn pn 表示

影响贫困的第n 个因素，表示第n 个影响因素回归后的系数， i表示误差项。 

多元线性函数一般都是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的变形所得，式中：Y 是总产值，At 是综合技术水平，L 是

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 是投入的资本，α 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 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 表示随

机干扰的影响，μ ≤ 1。根据 Cobb-Douglass 模型原理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确定影响贫困的强度和深度的函数公式为：

。因为影响贫困深度和强度的因素较多，对模型变得之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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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是指贫困的深度或者强度， x1、x2、x 3.....x n为其影响因素。 

3.2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固定贫困线估计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两个个指标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采用家庭特征变量和控制变量，家庭特

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转移劳动力占比、家庭受过培训劳动力占比、

家庭劳动力非农务工约数、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家庭从业类型。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居住地地形、

是否郊区、距离最近市场的距离。模型估计结果列于表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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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否贫困的影响因素来看，户主年龄对农村家庭成为贫困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成为贫困户

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边际效应看，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每增加 1 年，家庭成为贫困户的概率会减少 0.002。家庭规模对

贫困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劳动力占比对是否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劳动力比重越高成为贫困户的可能性越低。家

庭劳动力占比对是否贫困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培训劳动力占比对是否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非农务工月数

和家庭的土地面积对是否贫困没有显著的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是否贫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该变量

与是否贫困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可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更多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从家庭从业类型来看，

非农业兼业户较低其他类型的家庭出现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居住在山区的家庭较之居住在平原和丘陵农户有更高的贫困发生

概率。市场距离对是否贫困有正向影响，特别是居住在离市场 20km 以上的家庭产生贫困有显著较高的概率。 

从贫困深度的影响因素来看，户主年龄对家庭贫困深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对贫困深度产生了显著的

负向影响，说明农村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贫困深度越低。家庭规模对贫困深度也没有显著地影响。家庭劳动力占比和家庭培

训劳动力占比对贫困深度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比重越高、受到培训劳动力比重越高的家庭贫困深度越低。和

对是否贫困的影响相似，非农务工约束和土地面积对贫困深度没有显著地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也对贫困深度没有显著地

影响。非农业兼业户比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贫困深度低。地形则对农村家庭的贫困深度没有显著地影响，居住在郊区的家

庭贫困深度要显著低于非郊区。市场距离对贫困深度也有正向影响，特别是居住在离市场20km 以上的家庭贫困深度影响显著。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2005 年、2008 年和2010 年对湖北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测度了湖北农村家庭在三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

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的因素。主要结论有：（1）调查年份，农村家庭的收入持续增长，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重，

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2）利用国定贫困线、1 美元线

线和2 美元线度量的三个贫困指标在3个调查年份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是国定线和1 美元线度量时，部分指标呈现上下波

动的趋势。这说明收入的增长可能没有完全惠及贫困的人口，预示着湖北农村的收入差距变化较大。（3）受教育水平、劳动力

培训、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从业类型、地形条件和最近市场距离对农村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本文结论，本文提出缓解农村贫困的建议如下：（1）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开展专业技术培训。（2）

鼓励农村贫困家庭兼业化，多种渠道获取收入。（3）加快农村市场建设，使贫困家庭便捷到达市场。（4）当前农村精准扶贫

需要重点瞄准哪些居住在山区、家庭劳动力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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